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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宜居的生活环境是人类社会实践一直追求的目标，而优化城市人口密度是改善城市宜居环境的重要途径。

本文在梳理相关学科理论基础上，以中国城市和美国城市作为主要研究案例，比较不同情境下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

性关系的研究结果，总结人口密度和城市宜居性的关系规律。研究发现，在低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有助于缩

短出行时耗，减少空气污染，提高居民身体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而在高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却会延长出

行时耗，加剧空气污染，损害居民身体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基于此，本文认为在兼顾低密度和高密度情境下，人

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之间的关系应遵循更具一般性的倒 U 型规律，即在低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有助于增加

城市宜居性；而在高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则会降低城市宜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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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宜居性指的是城市环境对于满足居民各

层级需求（如交通出行、社会交往、健康福祉等）的

能力，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所体验到

的生活质量，是城市建设“以人为本”思想的核心体

现，也是城市发展的永恒追求[1-3]。随着快速的城市

化进程，全球超过 1/2 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城市

宜居性不仅深刻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程度，而且日益成为未来城市和社会

进步的重要评价指标[4]。为此，联合国在《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5] 中强调要通过城市建造和管理方

式的重大转变，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即提高

城市宜居性）。《2022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

展重点任务》[6] 也指出要“建设宜居、韧性、创新、智

慧、绿色、人文城市”，并将提高城市健康宜居安全

水平列入当前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任务。

人口密度是刻画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指标，不

仅与城市基础设施供应和地块开发强度密切相关，

也与城市宜居性存在密切关联[7-8]。高人口密度通常

被视作紧凑型建成环境的代名词[9-10]，意味着丰富且

多样的活动目的地和文化生活、较高的可步行性和

可骑行性、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优质的公园和广

场等[11]，被认为能够有效提升城市宜居性[12]。但是，

高人口密度的地区也常常伴随着交通拥堵、环境恶

化、噪音与空气污染、疾病快速传播等一系列问题，

从而降低了城市的宜居性[13]。因此，明晰人口密度

提高究竟会促进还是降低城市宜居性，能够为宜居

城市规划中调控人口密度的策略提供科学指导。

然而，学术界至今仍未厘清人口密度与城市宜

居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现有关于人口密度与城

市宜居性的相关理论大多源于低密度情境，未必适

用于高密度情境，尚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将不同密

度情境下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的关系进行整合。

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单个城市或国家，只

能反映特定研究区情境下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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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难以有效外推并上升成为更具一般性的规律。

因此，迫切需要探索不同密度情境下人口密度与城

市宜居性的关系，并将其凝练为适应不同密度情境

城市的科学规律。

本文首先对不同学科视角下人口密度与城市

宜居性关系的进行理论梳理；然后以低密度情境的

美国城市与高密度情境的中国城市作为研究案例，

比较中美既有实证研究发现，分析不同密度情境下

人口密度与出行时耗、空气污染、身体健康、主观幸

福感等城市宜居性指标的关联；最后，凝练人口密

度与城市宜居性关系的一般性规律，以期为未来学

术研究和城市规划实践提供依据。

 1    不同学科视角下的人口密度与城

市宜居性关系

人口密度作为影响城市宜居性的重要因素，其

与城市宜居性的关系受到了许多学科的关注。地理

学者擅长刻画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与格局演化，城

市规划学者强调优化城市密度的方案构想，经济学

者侧重人口密度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心理学者主

要关注人口密度对人们心理活动的影响，生态学者

则更关注物种密度与增长率的关系。

 1.1    地理学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人口密度作为

人地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其空间分布特征是地理

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在全球尺度上，亚洲人口占全

球人口的 55%，但其陆地面积仅占全球陆地面积

的 29.4%，体现出明显的高人口密度特征[14]。在国

家尺度上，以中国为例，93.5% 的人口居住在胡焕

庸线以东，而只有 6.5% 的人口居住在胡焕庸线以

西，人口密度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特征[15]。

在城市尺度上，以克拉克为代表的地理学者发现并

提出了“密度梯度”，强调城市人口密度随着远离市

中心而降低[16]。

虽然地理学研究擅长于描述人口密度的空间

分布，但关于人口密度对城市宜居性影响的探究于

近年来才刚刚兴起。尽管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实证检

验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的关联，但较少涉及理论

分析，且现有研究发现和理论假说尚存争议。一方

面，有学者认为高人口密度的典型特征是土地高度

集约利用，人口、企业和相关服务设施密集，这有可

能为居民出行提供便利，进而提高城市宜居性[17]；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高人口密度可能导致公共

服务设施稀缺，滋生贫穷、疾病、犯罪和污染，降低

城市宜居性[18]。

 1.2    城市规划学

城市规划学侧重于研究城市建成环境，其核心

研究内容是土地利用与物质空间规划，旨在通过优

化各类资源在城市中的空间配置以促进城市发展和

人民福祉。虽然城市规划学较早地在实践中对人口

密度与城市宜居性的关系进行了摸索，但主要停留

在规划构想层面，相对缺乏科学范式的检验和实证

研究支持。在 20 世纪初，城市规划师对城市密度的

判断形成了分散主义和集中主义 2 个派系[8]。分散

主义认为，高密度会导致生活拥挤、交通拥堵和环

境恶化等问题，形成不宜居的城市，因而低密度是

城市宜居性的重要保障。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规划建

议城市人口密度应为 8 000 人/km2[19]。基于这一构

想，奥斯本在规划伦敦新城时指出新城的人口密度

约为 3 750~6 250 人/km2[20]。赖特的广亩城市设想

则认为人们只有在 4 000 人/ km2 的低密度城市才

可以充分利用机动化交通工具完成日常出行[21]。然

而，集中主义则认为高密度城市才是宜居的城市，

要缓解交通拥堵和卫生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

建筑密度和高度，推动立体化交通建设、增加户外

绿色空间面积，从而提高城市宜居性[22]。柯布西耶

提出了“架空城市”“现代城市”“光辉城市”等一系

列规划方案来倡导城市集约发展，认为城市人口密

度应达到 30 000 人/km2[22-23]。

在 20 世纪后期，由于分散主义派系的主导，北

美城市发展呈无序蔓延的趋势，人们愈发依赖于小

汽车出行，引发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

题，极大地损害了人们的健康水平[24]。雅各布斯在

调研了美国城市后，意识到生活宜居的城市应具有

高密度的特征[25]，随后，为了积极倡导高密度发展、

土地混合使用、住宅类型混合、建设适于步行的环

境、发展公共交通等，美国城市规划界兴起了新城

市主义思潮，提出了“传统邻里开发模式”“公共交

通导向开发模式”“新城市主义宪章”“精明增长”等

一系列策略[26]。至今规划实践和学术理论普遍认为

以高密度为代表的紧凑发展模式是促进城市宜居性

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策略[11, 27]，紧凑发展理论成为

指导北美甚至世界各国城市建设的主流理念。

 1.3    经济学

经济学侧重于探究在稀缺条件下有效配置资

源和分配财富，其核心概念包括成本和收益。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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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认为人口和产业活动的地理集聚有助于降低生

产、交易和知识交流方面的成本，进而产生正向收

益；而集聚不经济则强调人口和产业活动的过度集

聚会产生拥堵、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进而降低收

益水平[28]。虽然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通常会同时

存在于人口和产业活动中，但随着集聚规模持续扩

大，集聚不经济现象将会日益凸显，其带来的负外

部性可能会超过集聚经济产生的正向收益[29]。

Sarkar 和 Webster [30] 基于集聚经济与集聚不

经济等相关理论解释了人口密度与健康城市建设的

关联。他们认为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更多的城市

居民可以共同分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

成本，因而有助于增加健康城市的收益，集聚经济

现象突显；然而，随着人口密度的进一步提高，城市

必须新建和维护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使得健

康城市的边际收益越来越少；当人口密度过高时，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城市病将增加城市

建设成本，降低健康城市收益，使得集聚不经济超

过集聚经济。基于这一理论，可以认为随着人口密

度的提高，城市宜居性可能呈“先增加，后降低”的

非线性关系趋势。然而，这一理论主要基于“理性人”

假设，忽视了城市居民在住区选择时可能受到的种

种限制（如房价、学区等），也忽视了人们对城市宜

居性感知的主观能动性。

 1.4    心理学

心理学作为研究人类心理现象的学科，探究人

类在不同密度情境下的感知觉反应是其关键研究内

容之一。超负荷理论认为，高密度环境呈现给个体

的信息远超个体对信息的接收能力，使个体注意力

处于超负荷状态，导致压力增加、判断失误、注意力

涣散，从而更容易表现出疏远、冷漠等退缩型人际

交往风格，丧失广泛的社会网络[31-32]。这一理论暗示

着，高密度环境可能增加居民拥挤感，从而损害城

市宜居性。唤醒理论则认为，外界刺激（如人口密度）

先通过影响唤醒水平，再作用于个体行为，而中等

强度的外界刺激能引起最佳程度的唤醒水平[33]。具

体而言，当人口密度较低时，唤醒水平也较低，此时

个体容易感到放松、愉快等积极情绪，但也容易产

生厌倦、冷漠等消极情绪；当人口密度较高时，唤醒

水平也较高，此时个体容易产生兴奋、激动等积极

情绪，但也容易产生焦虑、不安等消极情绪。这一

理论暗示着，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可能存在非线

性关系，过低或过高的密度都可能不利于城市宜居

性。虽然这些心理学理论为理解人口密度与城市宜

居性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和理论基础，但它们并

没有直接对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的关系进行分析和

阐述。

 1.5    生态学

生态学研究的是整个生物系统与其周围环境

的相互关系。虽然人类也是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之一，

但现有生态学中关于密度与宜居性关系的理论，主

要源于动物社会。因此，尽管相关理论能够对人口

密度与城市宜居性的关系提供启示，但由于人类行

为与动物行为存在明显差异，动物社会的理论未必

适用于人类社会[34]。

在生态学中，密度是影响种群增长的关键因素，

而适宜种群增长的环境可以被认为是宜居环境。内

分泌调节学说认为高密度环境降低了居住地的宜居

性[35]。具体而言，随着种群密度的提高，种群内个体

心理压力呈增加趋势，加强了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刺

激，进而影响脑垂体和肾上腺功能，导致生殖激素

分泌减少和生长、代谢障碍，抵抗力减弱，最终增加

种群死亡率[35]。支持这一学说的经典案例是 Cal-
houn 的白鼠实验[36]，他发现在食物充足、环境舒适、

没有天敌的高密度环境下，白鼠们出现了行为沦丧，

如攻击性增加、繁殖异常等，由此证实了高密度环

境对动物栖息地宜居性的巨大破坏力。

Allee 效应则指出种群密度与种群增长率呈倒

U 型关系[37]，即当种群密度较低时，增加了物种寻

觅配偶的难度、不利于群居动物培养合作技能，降

低了种群增长率；而当种群密度较高时，物种之间

对有限资源的竞争愈发激烈，也不利于种群增长。

因此，较低和较高的种群密度都不是适宜物种生存

的环境。相应地，只有种群密度适中的环境才是宜

居的环境。此时，物种的求偶率和受精率都较高，且

有助于促进合作捕食和合作防御等行为，增加物种

对环境的调节能力，因而种群增长率较高。

尽管不同学科的理论对于揭示人口密度与城

市宜居性的关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受限于各学

科特定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上述学科相关理论

只是从特定方面揭示了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关系，

并不足以完整把握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一般性关

系规律。具体来说，地理学侧重于人口密度的时空

特征描述，对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关系的理论探

讨较为缺乏；城市规划学虽然认为人口密度会影响

城市宜居性，但较少给出遵照科学范式的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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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心理学和生态学理论也只能解释人口密度

与部分城市宜居性指标（如城市交通、市民心理、物

种增长）的关联。同时，既有学科理论主要由欧美发

达国家学者基于其生活的低密度情境提出，缺乏对

东亚尤其是中国高密度城市情境的考量，致使相关

理论的前提条件和适用区域可能相对局限。因此，

有必要将研究视野投向高密度的中国城市情境，为

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的关系给出更具有一般性指

导价值的分析结果，以指导理论研究和城市发展

实践。

 2    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关系的实

证证据

中美两国城市在人口密度上具有明显的差异[38]，

分别是高密度和低密度的代表。表 1 展示了中美主

要城市在社区尺度的人口密度分布[39-46]。总体来看，

中国城市的研究中，社区人口密度均值明显高于美

国城市社区。即使是美国社区人口密度最高的纽约

市，其社区人口密度也远小于同等级的中国城市社

区。从社区人口密度的分布范围来看，虽然中美城

市在社区人口密度谱系中有一定重叠，但在中国城

市中，社区人口密度的极小值明显高于美国社区人

口密度的极小值；而美国城市中，社区人口密度的

极大值则明显低于中国社区人口密度的极大值。这

意味着，在既有实证研究中，基于美国情境的研究

难以捕捉高密度情境下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的关

系，而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也不能完整捕捉低密度

情境下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的关联。中美两国具

有较高的可比性，归纳和比较两国城市以往的实证

研究证据，有助于更完整地反映人口密度与城市宜

居性的关系。在具体比较内容方面，基于宜居城市

建设基本导则与相关学术文献，结合现有实证研究

成果，将从生活便捷性、环境宜人性、安全健康性和

社会和谐性 4 方面进行分析比较[1]。

 2.1    生活便捷性：交通出行

便捷畅通的交通出行是城市生活便捷性的重

要体现。图 1 展示了人口密度对出行时耗的影响。

出行总时耗成本通常是距离成本和拥堵成本的加和。

在低密度情境下，拥堵成本通常较低，而提高人口

密度有助于缩短居民到潜在目的地的距离，提高设

施邻近性和可达性，减少距离成本，因而有助于缩

短居民的出行时耗。在高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

度对缩短距离以减少通勤时耗的影响已经趋于边际，

而高密度意味着有出行需求的人口规模增加，导致

驾车行为集中在较小的区域内，这可能更容易引发

交通拥堵，反而会延长居民的出行时耗。

 
 

人口密度

出
行
时
耗

拥挤成本

距离成本

低密度情境 高密度情境

人口密度提高
→出行需求增加
→拥堵概率上升
→时间成本上升

总时间成本=拥挤成本+距离成本

人口密度提高
→距离缩短
→目的地可达性提高
→时间成本下降

图 1    人口密度对出行时耗的影响

Fig.1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density on travel duration

 
在低密度的美国情境下，无论是全国尺度还

是单个城市的研究都发现人口密度与出行时耗存

在负向关联[47-48]。Ewing 等[49] 基于全美城市的实证

研究发现，以高密度为代表的紧凑型建成环境对

于交通拥堵的缓解作用强于其对交通拥堵的加剧

作用。换言之，在低密度蔓延的美国城市，提高人

口密度更有可能减少交通拥堵，缩短居民出行时

 

表 1    中美城市实证研究中的社区尺度人口密度

Table 1    Neighborhood population density in Chinese and Americ-
an cities

 

城市

人口密
度均值/
（人/km2

）

人口密
度范围/
（人/km2

）
数据年份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

武汉 44 686 6 373~637 345 2015年 Xie等[39]

广州 34 484 6 980~114 489 2015年 Yang等[40]

上海 26 100 2 600~58 800 2009年 Sun等[39, 41]

西安 9 810 620~40 540 2010年 Huang等[42]

美国城市

纽约市 15 564 0~74 913 2017年 Yang等[43]

双城 3 450 22~10 774 2016年 Tao等[44]

布法罗 3 215 0~20 154 2010年 Yin等[45]

费城 2 538 0~25 304
2010—
2014年 Guerra等[46]

　　注：费城数据为2010—2014年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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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Antipova 等[48] 基于美国巴吞鲁日的研究也发

现了相似的结果，在控制了其他混淆变量后，相较

于低密度社区，中等密度社区的居民具有更低的

通勤时耗。具体来看，当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密度

低于 2 895 人/km2 时，提高密度能够有效增加就业

可达性，缩短通勤距离，减少出行时耗；当人口密

度处于 2 895~3 861 人/km2 时，密度的提高虽仍能

降低出行时耗，但降低的幅度趋缓（由于密度的提

高也增加了交通拥堵的可能）；当人口密度高于

3 861 人/km2，提高密度则会因加剧交通拥堵而延

长出行时耗[50]。

在高密度情境的中国，实证研究发现了人口密

度与出行时耗具有正向关联。在全国尺度的研究中，

Sun 等[51] 基于中国 56 个城市的个体出行研究发现，

在控制了城市和社区尺度其他建成环境要素、个体

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后，社区尺度的人口密度（均值

为 4 675 人/km2）与居民个体通勤时耗呈正向关联。

Zhu 等[52] 对中国 106 个城市低收入居民的研究也

发现，相较于低人口密度城市，中等密度城市的居

民通勤时耗更高。在单个城市的研究案例中，基于

上海的研究发现街道人口密度（均值为 18 700 人/
km2）与出行时耗呈现正相关[53]。基于广州的研究也

发现，居住在人口密度大于 30 000 人/km2 的社区

时，居民会经历更长的通勤时耗[54]。

 2.2    环境宜人性：空气质量

良好的空气质量是城市环境宜人性的重要表

现。鉴于人口密度与交通出行存在密切关联，而城

市交通碳排放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所以人

口密度也会对城市空气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在低密

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降低了人们对小汽车的依

赖，这有益于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改善城市空气污

染。然而，在高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也意味着

人口、社会经济活动、交通出行等一系列潜在空气

污染源的集中分布，加之密集的建筑不利于空气流

通，这将更容易形成污染物集聚区。

许多来自美国的实证证据都支持了提高人口

密度能够减少空气污染这一观点[55-57]。一方面，较高

的人口密度缩短了人们到目的地的距离，使得人们

不再依赖于小汽车出行，而更愿意选择步行、骑行

和公共交通等更为环保的出行方式，从而减少了交

通碳排放，改善了空气质量。具体来看，Wu 等[58] 基

于双城市（人口密度均值约为 2 220 人/km2）的研究

指出，密度与空气污染之间可能存在 U 型关系。具

体而言，当人口密度低于2 470 人/km2 时，提升密度

有助于减少交通碳排放，而当人口密度高于 2 470
人/km2 时，继续提升密度反而会增加交通碳排放。

这一 U 型关系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支持[59]。值

得一提的是，由于这些发现都是基于低密度的美国

情境，大部分样本都位于 U 型曲线的左侧，因而提

高人口密度以降低空气污染的作用为主。

不同于美国的低密度城市情境，来自中国城市

的实证研究大多发现提高人口密度会增加交通相关

的空气污染。在全国尺度上，Liu 等 [60] 基于中国

289 个地级市数据，分析了城市尺度人口密度（人口

密度均值为 905 人/km2）和空气质量指数的关联，

发现人口密度与空气质量指数存在正向关联，即提

高人口密度会增加空气污染。在单个城市案例中，

Han 等[61] 发现上海街道人口密度（均值约为 18 000
人/km2）与 PM2.5 质量浓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并

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高密度地区的交通拥堵效应[62]

和污染集中效应[63] 强于提高密度带来的交通模式

转换效应。Yang 等[40] 基于广州情境（人口密度均值

约为 34 500 人/km2）探究了人口密度与交通碳排放

之间的作用机制，发现提高人口密度能够通过增加

非通勤出行的总距离这一路径来增加交通碳排放。

这一中西方研究结果的差异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城市

的人口密度远高于美国，超出了上述的阈值范围，

因此大部分样本个体位于 U 型曲线右侧。这意味

着，在高密度的中国城市，进一步提高人口密度可

能无法有效减少小汽车出行，反而因加剧交通拥堵

而导致汽车尾气的集中排放。

 2.3    安全健康性：身体健康

城市安全性的内在目标是保障市民的生命健

康，宜居城市应当是能让居民健康生活于其中的城

市。作为身体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密度主要

通过体力活动水平和环境污染 2 条路径作用于居

民健康（图 2）。在低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促

进了目的地可达性，使居民更倾向于使用步行和骑

行等主动交通方式出行，不仅有助于增加居民的交

通性体力活动，也有助于减少空气污染，从而提高

居民身体健康水平。然而，在高密度情境下，一方面，

提高人口密度意味着较少的人均体育锻炼空间和设

施，减少了居民参与体力活动的可能，增加了肥胖

等健康风险；另一方面，较高的人口密度也会加剧

交通拥堵，增加空气和噪音污染，导致居民健康水

平的降低。综合考虑 2 种密度情境，人口密度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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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关系可能呈现倒 U 型关系。

由于西方城市大多处于低密度情境，位于人口

密度与居民健康倒 U 型曲线关系的左侧区间，即提

高人口密度有利于居民身体健康。就肥胖症而言，

基于低密度城市情境的研究普遍发现提高人口密度

有助于降低肥胖风险。一项基于全球 15 个城市（以

低密度情境的城市为主）的研究发现，提高居住密

度对居民的总体力活动水平、交通性步行时间和休

闲性步行时间均有增加作用，还能够降低居民的肥

胖风险[64]。另一项基于美国 50 个大都市区的成年

居民调查发现，相较于高密度都市区（人口密度大

于 386 人/km2）的居民，居住在低密度社区（人口密

度小于 193 人/km2）的居民肥胖风险更高，即人口

密度与肥胖风险存在负向关联[65]。其潜在原因是由

于高密度促进了居民主动出行，减少了他们在私家

车内的久坐时间，提高了体力活动水平，故而能够

降低肥胖风险[66]。就其他慢性病而言，西方低密度

情境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提高城市人口密度有助于

降低慢性病的患病率。一项基于美国县级尺度的实

证研究发现，提高城市紧凑程度能够降低居民糖尿

病、高血压、冠心病的患病率[67]；另一项针对澳大利

亚 4 816 位居民长达 12 a 的追踪调查研究则表明，

提高社区人口密度（中位数为 1 823 人/km2）有助于

降低居民罹患糖尿病的风险[68]。

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城市人口密度更可能处于

倒 U 型曲线右侧，一些研究已经发现了提高人口密

度单调地降低了居民健康水平[69-70]。就肥胖症而言，

Sun 等[71]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

程模型试图厘清人口密度、出行方式、居民肥胖之

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提高社区人口密度（均值

为 8 400 人/km2）的总体效应是增加了肥胖风险。

虽然人口密度的提高能够通过促进居民非机动化出

行而降低肥胖风险，但这一出行模式转换效应已经

趋于边际，不及肥胖增加因素的作用强度[69]。因而

即使控制了出行方式的中介效应，人口密度对居民

肥胖仍具有正向影响[69]。该研究还指出了一些其他

潜在的原因：第一，人均活动空间减少，静态活动时

间增加；第二，餐饮设施密集提高了居民外出就餐

频率；第三，快速的城市生活节奏造成进食速度过

快且睡眠时间不足[69]。一项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

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体育锻炼是人口密度与居

民肥胖之间的中介路径之一[72]，即提高人口密度会

通过降低居民体育锻炼时间，进而增加居民肥胖风

险[73]。就其他慢性病而言，张延吉等[70] 采用中国社

会综合调查的研究发现，提高人口密度增加了居民

（尤其是中低阶层居民）罹患慢性病的风险，并推测

这是由于提高密度减少了人均活动空间，并带来了

噪音和空气污染等问题，故而对居民身体健康产生

了负面影响。此外，基于上海（社区人口密度均值

为 23 400 人/km2）[74]、武汉（社区净人口密度均值为

44 686 人/km2）[39] 等城市的研究也表明，提高人口

密度会通过增加居民肥胖风险，进而提高居民罹患

慢性病的风险。

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的人口密度存在

很大差异，既有许多人口密度较低的中小城市，也

有着一些过高密度的超大城市，因而一些研究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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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口密度对身体健康水平的作用路径

Fig.2    The influential path of population density on physic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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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境探索了人口密度与居民肥胖的非线性关联。

Yin 等[75] 采用梯度提升决策树的方法对 2014 年中

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社区人口

密度（均值为 22 300 人/km2）与居民中心型肥胖呈

U 型关联。Yin 等[72] 和 Sun 等[28] 利用面板固定效

应模型，分别分析了 2004—2011 年和 2012—2014
年人口密度与居民中心型肥胖和全身型肥胖的非线

性关联，同样表明人口密度与居民肥胖呈 U 型关联，

并认为社区人口密度的阈值大概位于 25 000 人/km2

处。这意味着，提高人口密度会先降低居民的肥胖

风险；而当人口密度超过 25 000 人/km2 的阈值后，

进一步提高人口密度反而可能加剧居民肥胖的发生。

这些发现支撑了人口密度与居民健康的倒 U 型关

联原理，即在低密度城市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有

助于促进居民健康；而在高密度城市情境下，提高

人口密度则会降低居民健康。

 2.4    社会和谐性：主观幸福感

城市社会和谐性的最重要评价标准之一就是

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虽然人口密度会通过多种途径

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本文仅从与社会和谐性最

直接相关的社会交往作为影响路径进行分析，探讨

人口密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复杂关联。理论上，

在低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会促进社会交往，

从而提升主观幸福感。一方面，人口密度的提高增

加了人与人接触的可能，提高了居民参与社会交往

的几率。另一方面，人口密度的提高促进了居民采

取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等方式出行，增加了人与

人之间非正式交往的可能。然而，在高密度情境下，

进一步提升人口密度会使人们感到拥挤，加重人们

的心理负担，导致社会退缩行为，反而会减少社会

交往并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

在低密度的美国情境下，实证证据表明人口密

度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关联。基于美国

188 个大都市统计区的研究发现，大都市区人口密

度的提高，会增加居民幸福感指数，并认为这是因

为高密度都市提供了更多的创新灵感交流、更多的

就业和高质量服务机会[76]。鉴于邻里满意度是居民

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维度，许多地理和规划学者都探

讨了其与人口密度的关联，也发现两者存在正向关

联。例如，Hur 等[77] 在俄亥俄州中部富兰克林县的

研究发现，建筑密度与居民的邻里满意度呈正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人口密度较低的美国城市，

也有不少研究发现了人口密度与主观幸福感具有负

向关联，但其效应量较为微弱[14, 78]。这说明人口密

度与主观幸福感可能具有倒 U 型关系，且转折点位

于人口密度较低的区间范围。换言之，只有当人口

密度很低的时候，提高人口密度才能够促进居民主

观幸福感；一旦超过了阈值范围，提高人口密度反

而会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

在高密度的中国情境下，实证证据支持了提高

人口密度将损害居民幸福感。在全国尺度的跨城市

研究中，林杰等[79] 用 2012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数据，发现提高人口密度显著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

感，并推测这是由于高人口密度伴随的交通拥挤、

空气污染、治安环境恶化和社会资本降低等问题所

导致。不少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都支持了这一发现，

并指出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高人口密度增加了

居民的心理压力[80]。在基于上海（社区人口密度均

值为 23 400 人/km2）[74]、广州（社区人口密度均值为

64 500 人/km2）[81] 等城市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发现

较高的人口密度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

都具有降低作用，并认为作用机制可能包括降低邻

里融洽程度、增加居民精神压力和减少人均活动设

施等。此外，许婧雪等[82] 基于杭州市的研究还发现，

人口密度与居民感知的城市宜居性（生态宜居、健

康舒适和交通便捷）均具有倒 U 型关联，且人口密

度的阈值范围约为 15 000~20 000 人/km2。换言之，

较低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有益于提高居民感

知城市宜居性；而在高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

则会降低居民感知城市宜居性。此外，这一密度阈

值相较于前文述及的人口密度与居民肥胖的阈值

（25 000 人/km2）更低，这说明个人主观感受对于人

口密度的变化更为敏感。

 3    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的倒 U 型

关系规律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文献，都表明人口密度对

城市宜居性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效应。在低密度

的城市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的积极效应强于其带

来的消极效应，有助于缩短出行时耗、改善空气质

量、提高身体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从而提升城

市的宜居性。然而，在高密度的城市情境下，提高人

口密度的消极效应超过了积极效应，致使出行时耗

增加、空气污染加剧、损害了居民的身体健康和主

观幸福感，反而降低了城市宜居性。因此，以北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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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低密度发达国家提倡的实施紧凑型城市发展

模式以改善交通、环境和居民健康的理念，不完全

符合中国高密度的城市发展情境。

鉴于中西方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的关系差

异是由不同密度情境造成的，因而，综合考虑人口

密度对城市宜居性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可以把

中西方的研究发现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之内，形成

更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认识，即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

性呈现倒 U 型关系（图 3）。具体而言，随着人口密

度的提高，理论上人口密度带来的积极效应该呈现

“先快速上升，到一定阈值后缓慢上升”的趋势，而

负面效应呈现“先缓慢上升，到一定阈值后快速上

升”的趋势。因此，这两种效应的综合效果使城市宜

居性的总效用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的倒 U 型曲

线。当人口密度的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差值最大时，

即城市宜居性的总效用达到峰值，此时的人口密度

为理论上的城市最优密度阈值区间。

这一规律性认知至少从 2 个方面进一步深化

了学术界对于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关系的理解。

第一，更为全面地刻画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关系

的规律，为中西方乃至全球宜居城市建设提供了更

普适的参考依据，并填补了既有文献主要基于单一

国家/城市情境、人口密度变化范围相对有限的不足。

第二，为建成环境的非线性影响和阈值效应研究提

供了理论依据，强调了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具有

非线性关联，打破了以往文献局限于线性关系假设

的不足。

这一规律性认识对未来城市规划与建设实践

工作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第一，就中西方不同密

度而言，在人口密度较低的西方情境下，提高人口

密度的积极效应强于消极效应，有助于增加城市宜

居性；而在人口密度较高的中国情境下，当人口密

度过高时，进一步提高人口密度则会使消极效应超

过积极效应，损害城市宜居性。因此，在规划高密度

情境下的中国城市时，不应该直接照搬西方国家的

相关理论，而需要首先考虑中西方密度情境的差异，

并通过扎实的科学研究检验西方理论能否本土化。

第二，就不同城市发展阶段而言，对于有待聚拢更

多人口和资源的中小城市，应当鼓励提高人口密度，

推动集聚正面效应的最大化，以促进城市宜居性的

提升。因此，遵循联合国提倡的紧凑发展战略，促进

紧凑集约的城市建设，有利于中小城市的宜居性提

升和可持续发展。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提高到

一定程度，进一步增加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规

模或密度则可能降低城市宜居性。此时，针对高密

度的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应合理设置人口密度阈值

上限，鼓励发展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格局，推动郊区

新城建设。

 

人口密度

城
市
宜
居
性

低密度情境 高密度情境

积极效应

城市宜居性=积极效应-消极效应

拥
挤
成
本
增
加

•心理压力提高

•主观幸福感降低

•人均活动空间减少
•体力活动减少
•身体健康水平降低

•出行时耗增加

•空气污染增加

距
离
成
本
降
低

•出行距离减少
•积极出行增加
•空气污染减少

•设施可达性提高
•体力活动增加
•身体健康水平提高

•社会交往增加
•主观幸福感提高

消极效应

图 3    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关系的理论框架

Fig.3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 liv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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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结论与启示

优化人口密度以提高城市宜居性是城市发展

迫切需要厘清的前沿问题，也是指导未来城市规划

的关键。本文在详细梳理不同学科关于人口密度与

城市宜居性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比较了现有实证研

究中不同密度情境下人口密度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当人口密度处于低值时，城市宜居性随

着人口密度的提高而提高；然而，当人口密度超过

特定阈值后，进一步提高处于高值的人口密度，城

市宜居性将呈下降趋势。据此，笔者得出人口密度

与城市宜居性具有倒 U 型的一般性关系规律。这

是因为人口密度的提升不仅会降低居民出行的距离

成本，也会增加居民出行的拥挤成本。在低密度情

境下，人口密度的提高将快速降低距离成本且对拥

挤成本只具有缓慢增加作用，因而对城市宜居性产

生“利大于弊”的促进作用，表现为积极出行方式的

增加、空气污染的减少、居民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

的提高。在高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对于降低

距离成本的作用趋于边际，而拥挤成本却呈快速增

加趋势，因而对城市宜居性产生“弊大于利”的降低

作用，表现为出行时耗和空气污染增加、居民身心

健康水平下降。

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倒 U 型关系规律的发

现为深化城市地理学理论和实践带来了一些启示。

第一，在分析城市地理环境要素的作用时，不仅需

要关注该要素在特定地方情境下的特殊性发现，还

需要站在更宏观的全局视角，探究该要素在全球不

同地方情境下的一般性作用规律。第二，比较城市

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探究和发展城市地理学理论

提供了可行手段，通过有效整合单一城市、国家情

境下特定地理要素谱系相对有限的研究发现，能够

更全面地捕捉该地理环境要素在完整分布谱系的作

用规律。第三，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的倒 U 型关

系规律不仅指出了中西方城市在不同密度情境下城

市人口密度规划策略的差异，也为中国不同等级城

市的发展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人口密度优化模式，

有力支撑了“全国城市都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

密度”[83] 的重要论述，为深化推动中国大中小城市

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格局提供了重要科学理论

基础。

本文仍有不足亟待未来研究重点关注。第一，

随着人们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城市宜居性的内

涵不断延伸，还包括了安全韧性、创新活力、风貌特

色等方面[84-85]。然而，现有实证研究中关于人口密度

对上述方面影响的研究相对有限，故本文未进行分

析。第二，由于人口密度通过不同机制对城市宜居

性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的阈值区间，现有研究并未

就最优人口密度达成共识。因此，未来应进一步加

强对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各方面关系的研究，厘

清人口密度对城市宜居性各方面影响的阈值区间，

以支持政府部门和规划师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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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timizing population density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urban livability,
which is also the ultimate goal that human society has been pursuing. Although many disciplines, such as geo-
graphy, urban  planning,  psychology,  economics,  and  ecology,  have  made  some  explorations  on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 livability, none of the existing theories among these disciplines have
directly  and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  livability.
Moreover,  the  existing  theories  are  mainly  based  on  low-density  contexts,  ignoring  high-density  contexts  in
East  Asia,  especially  in  China,  leading  to  relatively  limited  applications  of  these  theories.  This  paper  takes
Chinese and American cities  as  examples,  which are proxies of  high- and low-density contexts,  respectively.
By compar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 these contexts, we aim to seek a generaliz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
lation  density  and  urban  livability.  After  reviewing  the  current  empirical  evidence,  we  found that  population
density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urban livability but its impacts differ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ities.
First,  in  American  cities,  population  density  has  positive  associations  with  commuting  durations.  A  possible
reason is that a higher population density reduces distances to destinations and improves accessibility to facilit-
ies. However, Chinese cities provide opposite evidence, which shows that population density has a negative re-
lationship with commuting durations. This may be because a higher population density in China often induces
traffic congestion. Second, population density is main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air pollution in American cities,
whereas  it  is  main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ir  pollution in  Chinese cities.  Third,  many American studies
suggest  that  population  density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physical  health,  because  a  higher  population
density promotes active travel, leading to higher levels of physical activity. However, studies from Chinese cit-
ies  show  that  population  density  has  negative  or  inverted  U-shaped  associations  with  physical  health  due  to
limited space for physical activity. Fourthly, population density has positive associations with subjective well-
being by enhancing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n cities, whereas it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
being by reducing social capital in Chinese cities. An important explanation for the above differences is that the
basis of population is differen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at is, population density may have different ef-
fects on urban livability in low density contexts (i.e., American cities) and high density contexts (i.e., Chinese
cities). Combining both contexts, we conclude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law between population dens-
ity and urban livability. In particular, in the low-density contexts, a higher population density promotes urban
livability,  because  it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travel  duration,  improving  air  quality,  and  enhancing  citizens’
physical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However, in high-density contexts, a higher population density tends
to reduce urban livability, as it may prolong travel duration, worsen air quality, and decrease citizens’ physical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is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
livability reminds geographers and urban planners to reconsider the local contexts of population density when
designing and building livable and sustainable cities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Key words:  residential density; built environment; livable city; healthy cit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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